
38责任编辑：周玉宁 王 昉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经典作家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浩然是一个特别的存
在。因为创作了《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
等作品，他是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同
时，作为“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中那极为特殊
的“一个”，他也成为当代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
一。作为一位创作生命与时代的沉浮紧密联结的
作家，因经历的特别，成为“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
汇聚了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
家，其作品交织着当代文学的某些规范、观念、教
训和矛盾，浩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而是集结、淤积着一个时代的问题。“争议浩然”
也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个极有意味的现象。因此，
走近浩然，尤其是走近“文革”中的浩然，探讨他
在“文革”中的表现及其成因，我们“重新评估”
的不止是一个人,更是一个人背后的一个时代
的文学。

对于浩然在“文革”中的表现，不少人持批评
态度。批评的一种逻辑是，在多数作家遭受迫害，
被迫终止创作的岁月，只有浩然等极少数作家春
风得意，这样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尤其是由于
种种外在和内在的原因，浩然写出了《西沙儿女》

《百花川》等迎合高层要求、图解政策路线的文学
赝品，让浩然备受诟病，在“文如其人”的强大传
统惯性思维下，不少人指责浩然应当反省和忏
悔。笔者认为，与其陷入此类“泛政治化”的争议，
不如重返历史现场，认真分析浩然在“文革”中的
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
追溯“文革”之初，浩然积极投入运动的潜在

心理之一，便是与文艺界领导人在创作问题上产
生的冲突。1965年，长篇《艳阳天》脱稿，这一年周
扬等人要求浩然下乡参加“四清”。年轻气盛的浩
然急于在城里写作，与作协的领导发生龃龉。后
因一次文学报告的提问中牵涉到“三家村”，被人
揭发，原本准备受检查的浩然，却阴差阳错被推
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
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对此，浩然曾争辩到，

“对大多数作家和同志采取了保护的态度”，老作
家古立高也说，“当时我感到，浩然太骄，跟日常
接触时不一样了。但他眼界还是比较宽，不是个
人主义很严重的人。”至于众人关注的焦点——
浩然与迫使老舍自杀是否有直接关系，尽管浩然
在接受陈徒手的采访中对此有过表述，却未能说
清楚他与老舍之死无关，他人所掌握的资料更不
易解脱老舍之死与浩然的关系，是故“此事当然
也就仍以疑窦留待历史最后定夺”。

不久，据浩然回忆，“文联被‘砸烂’，我和全
体同志被当作‘黑店’的伙计赶出大院，接着挨
整，肃‘黑线’的流毒，最后灰溜溜地下放劳动。”
浩然在顺义、承德等地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埋首
创作《金光大道》，直到 20世纪 70年代初由于江
青的重视而日渐活跃。浩然曾自述，从 1974 年 1
月 24日到 1975年 9月 17日，“被她（江青）利用，
做过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事情，即往西沙送
黑信、写《西沙儿女》、访问西四北小学和参加电
影《井冈山》的创作。”浩然后来被指认为江青

“宠侍”的文臣，并因此在“文革”后受到清查，因
此，爬梳史料尽可能地还原“文革”中浩然与江青
交往的真相不无意义。

浩然最早引起江青的注意，是当时北京京剧
团要改编《艳阳天》，江青审读完小说后留下最早
的好印象。几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
好感，并对浩然的写作才华大加称赞，她曾在文
艺会上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
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
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的作家。正

是看中了浩然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执
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西沙海战胜利后，
1974年正月初二，浩然等被江青指派慰问前线军
民，创作了诗体小说《西沙儿女》。小说中，浩然因
为引用了江青“庐山劲松”的照片，并塞进了“诗
报告”中的名句“把侵略者赶出去”，被批评为对
江青阿谀奉承，把江青隐喻为西沙自卫反击战胜
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

其后浩然的大部分精力用在继续写作大部
头《金光大道》。1975 年 9 月，浩然应江青之召到
大寨开会，之后写出颂扬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
的翅膀》。浩然自述，在这次集会上江青“追查所
谓‘谣言’（被人称为吕后、武则天），疯子一般地
骂人，逼《创业》的作者给毛主席写信承认‘错
误’，说那实际上是反攻的信”，这些都让浩然反
感并警觉。这是浩然最后一次在小范围场所见到
江青，也是他对江青重新认识的转折点。据陈建
功回忆，“那次浩然从大寨回来，偷偷对我说江青
是疯子，胡乱骂人，我听了毛骨悚然。浩然说，我
没办法，不能不去。”随后，迫于压力，浩然又参与
了电影《井冈山》的创作。

1975年10月，浩然创作了“反映农业学大寨,
普及大寨县”的中篇小说《三把火》，其后随着政
策和时局的变动修改多次，最后定名为《百花
川》。《百花川》后被批评为一株“大毒草”，“这株
毒草，在 1976 年 9 月这历史最沉痛的日子里出
笼，在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上是有其独特作用
的”。以上便是浩然在“文革”中经历的大致脉络。

二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浩然被视作“帮派分

子”而受到清查，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
也被解除了，最终的审查结论是“他不是帮派分
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政
治上的身份认定相对容易，然而评价浩然却非易
事。有人讥之为江青的“面首”，有人誉之为“人民
的作家”，也有“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春风得
意，他也曾亢奋，也曾受宠若惊，多年以后，人们
说，他是个农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恶，总的
来说是个‘好人’”。这样中性的评价、争论是必然
的。某种意义上，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
而是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

对“文革”岁月，浩然曾这样评价过：那种处
境一度辉煌，对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
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
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在一个众人抑抑、他貌似
得志的年月，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人民情感和富于
良知的作家，浩然的心境也不无悲凉和矛盾。他
曾说过，“我在‘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
的旋风里迷失了方向，承认了十七年文艺界是

‘黑’的，我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也就处于极端矛
盾的状态。十七年是‘黑线专政’，那么我这个十
七年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又如何解释呢？”
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质疑，连同矛盾、惶恐的心态

始终伴随着“文革”后期的浩然。诚然个人的意志
能力很有限，在那个年代可供选择的范围也很
小。但是，“即使在那时，也仍然有个人选择的空
间，不是一点自主性也没有。”探讨浩然何以成为

“文革”中的那个“浩然”，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理解浩然，理解那段历史的文学，并从中吸取
经验教训。历史环境，对创作的执著和人性弱点，
是理解“文革”时期浩然种种表现的关键词，而它

们又常常是交织重合在一起的。
回顾浩然的创作历史，从只读过三年半小学

的农民最终成长为一名专业作家，这一“亘古未
曾出现过的奇迹”一方面是浩然的文学天赋和个
人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
着密切的关系。孙犁谈起赵树理时，他认为“如果
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能与这一伟大历史环境
相结合，那么他的前途，他的创作，还是很难预料
的”。“即使才情卓异，能在文学上有所攀登，可以
断言，在创作上的收获，也不会达到我们现在所
能看到的高度”。这样的评价也可适用浩然，只不
过浩然所处的历史环境不是抗战时期而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自延安时期，在主流意识的有意引
导下，农民价值观逐渐占据主流，这对作家的创
作观念和审美心态产生巨大影响，同时革命队伍
花费相当大的力气鼓励、引导和扶持工农兵群
体，把他们造就成作家、记者。“文革”时期甚至形
成为制度，要各地文化机构或报刊，把培养“工农
兵作者”、“工农兵通讯员”列为工作任务。正是在
这种时代背景下，12岁成为孤儿，14岁参加革命
活动，16岁加入党组织，17岁开始一边识字一边
学习写作的浩然终生服赝毛泽东“文艺为政治服
务”的《讲话》精神。他始终认为“是党把我培养成
人。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
切”，并把成就“创作奇迹”的主因也归结为“靠党
给我的机会”。就创作而言，在浩然看来，毛泽东
的《讲话》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党的文艺创作
思想，“文学为了宣传”、“永远歌颂”、“写农民，为
农民写”等观点对浩然的创作心理和创作方法产
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这也集中反映在他的作
品中，尤其是《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长篇中。也
正是因为对党的强烈感恩情结，对毛泽东的崇拜
心理，受到江青召见时，“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领
导’，尤其错误地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
接见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我却误
认为她这样对待我，是体现‘党’的关怀，以为她
过去‘抓’了样板戏，这回要开始‘抓’小说创作
了，心里很高兴。”某种意义上说，时代造就了浩
然，浩然是时代的产儿。

除却时代因素，对文学和创作的热爱无疑是
浩然接受江青一伙向他抛出的“橄榄枝”的一股
重要推力。老年的浩然谈到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
时，曾深情表白：“我太爱这个事业，爱得发昏，爱
得成癖，爱了足足的一生。这样的深爱，将会跟我
的生命并存亡。”对写作的执著和痴爱，不管是出
于个人兴趣、爱好，还是“好强”、“虚荣心强”的个

性使然，都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了浩然在“文革”中
的所作所为。他说到，从 1966 年“文革”开始，30
岁出头的最好年华停下了笔，荒废了 5 年之久，
他是很痛惜的，1971 年 5 月又重回创作岗位，心
里兴奋，劲头很足，“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
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浩然这一想
法在同时代的人那里也得到了印证。据作家陈建
功回忆，“他几次跟我说‘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

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还当什么官？’”原
《新剧本》主编潘德千也说，“他不想谋权力，不想
整人，也没有利用江青整对立面，只想搞创作。并
没有因为红了起来，就跟着疯狂。”可以说，正是
出于对文学和写作的热爱与执著，浩然不得不出
让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品格，迎合主流的、激进
的文学话语，甚至不惜委曲求全写出《西沙儿女》
等作品。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写作的热爱使浩然

“在历史的颠簸中有根底、有所不为……即使在
政治和历史的强力支配之下，他依然坚信他生命
中另有重要的事、另有重要的价值，他惦记着收获，
他不忍荒废了他的土地”，未曾陷入更深的错误。

在“文革”的强势话语时期，作家如果希望获
得写作的权利，就必须放弃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
格，与主流话语媾和，这于浩然也是一种特殊的
痛苦。正如雷达所说，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
一个歌者，当这一畸形的文学形态被推上了“左”
的极端时，承重旧制的重任交给他，起死回生的
奢望寄托于他，虚假颂扬的任务逼迫他，他实在是
不堪重负了。只是，浩然不知道，在文学被极左政
治所掌控的特殊时期，“操纵他创作生命的不是他
自己，也不是那些琐屑的具体原因，而是一种足以
牵动整个历史的深刻地时代性根源。”

人性的弱点也是促成浩然“文革”创作悲剧
的原因之一。浩然曾回忆在“四人帮”猖獗时期，

“大批知名的老作家被禁在干校，有的同志写一
首诗就遭到暗算，发表一篇小说就招来大祸。随
后又是批‘黑话‘、反’黑线回潮’等等接踵而至。
这些都对我起着‘打骡子惊马’、‘杀鸡吓猴’的作
用。我左右前后一看，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
惧心理，开始感到孤单，感到风险，害怕抽打别的
作家的鞭子抽到我的身上。”在这种心理因素下，
浩然接受江青安排的“政治任务”也是可以理解
的。在参加大寨开会后，虽然对江青有了一定的
认识，但因“怕受到迫害，怕失掉写作权利，怕影
响儿女们的前途，怕株连朋友”，又参加了《井冈
山》的写作。浩然自称是“没有舍得一身剐地斗争
到底的勇气”，“是个人主义的一个暴露”。有人将
之归结为“农民的局限性”，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
的确，浩然有朴实的农民底子，农民的生活气息、
作风对他有深刻影响，“农民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
构、生活和知识积累使浩然很难建构起反思历史、
反省自我的精神能力”，把这种自保性、畏惧权势
的心理特征单纯的归结为农民意识是不确切的，
这是共有的人性弱点。推己及人，反求诸己，在当
时的处境下，又有多少人能推辞能拒绝呢？正如

李敬泽在历数了浩然复杂的个人生活后所说：
“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我怀疑我们是否会比浩然
做得更好，而当时的很多人倒真是没有‘局限性’，
他们在得意和失意时的所作所为全无底线。”

三
“文革”中的浩然，受到争议的还有另一问题

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是否是“假大空”、“高大
全”。以赵树理作对比，同是农民出身，同样的农
村生活经验，同样以写农村、农民见长，赵树理和
浩然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而创作了不同品性的
作品。不像赵树理自觉树立的“问题”意识一样，
浩然“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有关农民的意识形
态”，他一直都是按照政策、文件来理解农民，反
映农村问题的。这样浩然的作品就缺失了文学最
重要的品质——批判精神，这也是浩然作品最大
的缺点所在。进行创作时，主导浩然创作的并不
是实际的生活体验，而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他曾
袒露：“我使劲地学习样板戏的经验，明明感到是
框框，强硬着往里钻，我对长篇作品必不可少的
成长人物、被争取团结的人物，抱着极小心的态
度对待，尽可能少写，怕犯‘中间人物论’的错误。
我在生活中获得了新人新事的短篇素材，如果没
办法加进‘阶级斗争’的线索，宁肯放弃，也不写，
怕蹈‘无冲突论’的旧辙。我机械地强调创作为政
治服务，不多谈创作技巧，怕触犯‘为艺术而艺
术’的禁条。”以《金光大道》为例，作家的生活体
验被纳入到预先设定好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
斗争的情节模式中，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人物的
处理无不围绕着这一模式展开，用乡村阶级斗争
场景去挤兑甚至遮蔽乡村日常生活场景，用样板
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来塑造高大泉这一英雄
人物，弱化其人性，凸显他的神性，最终作品成为
时代共名的演绎。

虽如此，我们也不该完全否定浩然的作品，
斥之为赝品、伪作。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有人认
为《艳阳天》或《金光大道》中的农民不真实，真实
的农民是愚蠢、落后、保守的，这说明他们不了解
农民，在历史上的某一段时间，他们不仅不是落
后保守的，而是一种时代的先锋，他们不仅创造
着历史，而且同时创造着农民的“新本质”，他们
是历史的主人，是那么积极、乐观，充满着改天换
地的豪情——这样的农民是让今天的我们感到
陌生的，但却是真实存在过的，比如陈永贵、李顺
达、王国藩等劳动模范。而这样的农民之所以让
我们感到陌生，恰恰在于“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
成的精英意识，这一意识让知识分子与农民隔绝
开来，他们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来俯视，
这样农民就从‘社会主义新人’变成了国民劣根
性的代表，成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愚昧’的
一方。”由此可见，浩然的小说正如张德祥所说，

“这里有政治，也有生活；有观念，也有形象；有历
史的真实，也有虚构的想象；有真实的感情及真
诚的激情，也有虚妄的自信和乌托邦的信念；有
追求，也有幻灭；有英雄主义，也有利己主义”。这
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忽略了任何一面，都有失公
允，产生曲解。

新时期，浩然坚持肯定自己的代表作《艳阳
天》《金光大道》引来了广泛的批评。晚年的浩然
借自传表白，“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
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
战士”。事实上，整整一代人的记忆，都与浩然的
作品有关，浩然是一代人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
文学启蒙者，如李敬泽所言“世上的书、世上的故
事被禁止，这并非浩然的意图，更不是浩然所为，
而如果没有浩然，1970年代早期的中午将会荒凉
寂寞”。仅凭这一点，浩然就值得我们感激和尊敬。

浩然史料研究二题浩然史料研究二题
□□刘国震刘国震

浩然躲过了一场大祸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与世长辞。
在新华社当日播发的《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电讯

中（刊于9月10日《人民日报》），时年44岁的作家浩然的名字
赫然在内。

在200多名治丧委员当中，虽然有杰出的现代作家沈雁冰
（茅盾），有著名演员浩亮（钱浩梁）、刘庆棠，可以称其为“文艺
界人士”。但沈雁冰当时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浩亮和刘
庆棠当时已经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他们显然是以“官员”
而非艺术家的身份跻身治丧委员会的。而浩然，除了头上那

“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十大代表”的光环，就只剩下
一个“农民作家”的头衔了，因而，他成为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
会中惟一一名以作家身份承担这份光荣使命的人。

9日傍晚，在防震棚里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听到新华社播发
的这个名单后，浩然心潮波涌，一夜没有入睡。他伴着止不住
的泪水，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下午北京评剧团的几位同志来找我，研究修改《百花川》
剧本的方案。防震小屋里没有桌椅，也没有床铺，容不下许多
人，就把大家带到楼上的会议室。一进门，只见局里的吴林
泉、石敬野、耿冬辰和田蓝几位领导同志，呆坐在那儿，一个个
泪流满面，我这才得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呀，今年是最多灾多难的一年。周
总理离开了我们，朱老总离开了我们，毛主席又离开我们。漫
长的革命道路，八亿人将怎样走下去？

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活
动，至今已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我从一个无知的农村
孩子，在生活实践中逐渐信奉起马列主义、敬仰起毛泽东的领
导，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今天比三十年前是先进了，可是还
有很长的路要我走完。我又怎么走下去呢？

从9月11日到18日，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浩然
全程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为毛主席守灵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的毛主席追悼大会。

20年后，1996年 7月，年逾花甲的浩然忆及当年的情景，
在京东三河市他的“泥土巢”里，写下了一篇散文《我给毛主席
守灵》。此文真实地记述了为毛主席治丧期间，浩然的所见、
所闻、所感、所思，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其中的一个
细节，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

18 日下午 3 时，治丧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登上了天安门前
金水桥上临时搭起的台子，百万人集聚在天安门广场和更远

的道路上，举行了最隆重，同时也是最令人悲痛的追悼大会。
我按定下的钟点赶到天安门。金水桥被搭在台下，我被

引上台子之前，从右边的原有观礼台上步行到追悼会场的台
上。只见原观礼台的休息室里坐满参加会议的人。他们都默
默地坐着不动，见了熟面孔，也只有点头示意。这时我遇上了
当时安排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著名诗人袁水拍。他在抗日时
期，曾以“马凡陀”的笔名，在四川省成都文坛上发表政治讽刺
诗歌，名噪一时。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仍然活跃在文艺界。似
乎与“马铁丁”的作者之一陈笑雨在《人民日报》的文艺部共
事。“文革”开始他好像下了五七干校，最近又被调到中央。他
似乎被安排到国务院文化部，跟于会泳、刘庆棠和钱浩梁在一
起，也许在宣传部副部长的爵位上。我跟他在一些文学集会
的场面常见面。见了面，点点头，说几句“好天气”的应酬话，
没有过多的交谈。这一次偶然见了面，而且是在这样场面只
能点下头而已。他却颇有兴致，好似在等着我，有要紧的重要
事与我交谈。他见我从他身边走过，立刻就站起身，追赶上
我。我只好站住，跟他到门口处站住。

他对我说：“我想打电话，跟你商量商量，又觉得当面跟你
说说好……”

我问他：“什么事情呢？”
他立刻做了个痛苦的表情，说：“这一阵子，江青同志一定

很难过……我想由你挑头，在文艺界征求一下意见，然后，大
家联名给她写封信，慰问慰问她。我们向她表表决心。你看
怎么样啊？”

我听了他的话，不由得心里打个转：对江青我躲都躲不开
她，哪能主动找她，送货上门呢？要是回绝他的要求，不知他
心里怎么想的，不好对他讲心里话，免得招来麻烦。我那时的
脑瓜好使，立刻就巧妙地回答他：“让大家分头给她写，安慰安
慰她，这样的信更多一些。这不更好吗？”

我没有等他回答，收住话，扭头就奔向会场。
浩然留下的这段文字，对于研究浩然其人其文，乃至对于客

观认识和审视那段难忘的历史，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浩然机智地谢绝了袁水拍让他组织文艺界人士联名给江

青写“慰问信”“表决心”的提议，不仅使他避免了一场政治灾
祸，也保护了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可以想见，假如浩然当时做
了这件事，哪怕只是例行公事地敷衍应付一下，在粉碎“四人
帮”后开始的“揭批查”运动中，这件事一定会被揪住不放，而
且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在文艺界招降纳叛，向叛徒江青写劝进
书、效忠信，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所有
参与签名的人都会受到牵连与审查。

这绝非危言耸听。请看当年那几个江青身边的文艺界的

风云人物，在1976年10月后的结局——
于会泳，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著名作曲家，革

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作曲。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
一切职务。1977年8月，在接受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杀。

刘庆棠，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中“男一号”洪常青的扮演者。被开除党籍，判处有
期徒刑17年。出狱后，妻离子散，无家可归。

浩亮（钱浩梁），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红灯记》中“男一号”李玉和的扮演者。经
过长达5年的隔离审查，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
诉，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

相比这3人，只当了几个月文化部副部长的袁水拍的结局
还算是较为幸运的：因与“四人帮”有牵连，被停职审查，1982
年抑郁而终。

浩然躲过了一场“大祸”，“小灾”还是未能幸免。1978年，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被取消了全国人大代
表的资格。1977年和1978年，被全国多家报刊集中批判。此
后几十年，一直饱受争议。

但浩然是一个心无旁骛的本真的农民作家，一个有志气
有正气的共产党员，一个本分的宽厚善良的人。在历经一个
个无法逃避的政治风浪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重新认识历
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而且“甘于
寂寞，安于贫困，深入生活，埋头苦写”，终于凭自己的执著、勤
奋与赤诚，东山再起，取得了新的创作成就，并最终赢得了党
和人民给他的盖棺定论：“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见2008年2月浩然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布
的《浩然同志生平》）。

郭沫若是否为《艳阳天》题写过书名
浩然之子梁秋川同志说他看到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他父

亲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由郭沫若题写书名。他不知这个说
法确否，想听听我的意见，并让我帮他考证一下。

这个问题考证起来的确有难度。最大的不利因素是浩然
和郭沫若这两个当事人均已作古，而秋川也不曾听他父亲提
到过此事。浩然留下的日记，也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述。再就
是，《艳阳天》的版本很多，问世几十年来多次再版。《艳阳天》
的最早版本，是作家出版社 1964年 9月出版的（第一卷，上下
两册），此后，在 1965 年、1966 年、1972 年、1973 年、1974 年、
1975 年、1976 年、1994 年、1995 年、2005 年、2009 年、2010 年、
2013年、2014年多次再版、重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各地
许多出版社都租纸型印行，要收集全这些版本很难，而那时的
书，不同于现在，书名题字者是谁，一般是不会标注在书上
的。例如，浩然197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杨柳风》和儿童文
学集《幼苗集》，书名均系浩然自己题写，浩然的日记中对此有
明确记载，但两本书中都没有注明。浩然1973年出版的短篇
小说选集《春歌集》和先后出版于 1972 年、1974 年、1994 年的
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书名也看得出是浩然所题写，但这几种
版本的书上都没有注明。

“文革”中，浩然曾陪同邓小平、郭沫若等会见外国作家代
表团（陪同邓小平会见外宾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复出
伊始）。但秋川认为，他父亲请郭沫若题写书名的可能性不

大。我则觉得，既然有人这样说，而且写了文章在媒体发表，
就事出有因。而书名题字，未必是作者自己请人题写的，有
时，出版社也会出面做这种事。

经从网络检索资料，郭沫若为《艳阳天》题写书名一说，来
自署名周文慧的文章《几度风雨艳阳天——〈艳阳天〉创作、影
响史话》。此文最初发于哪家报刊有待考证，已被中国作家
网、凤凰网等多家知名网站转载，并被收入樊星主编的《永远
的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创作影响史话》一书。文中是这样
说的：“《艳阳天》的书名由郭沫若题写，当时的发行量曾经达
到了 500 多万册，并曾在日本翻译出版。”《深圳晚报》2011 年
11月6日A25版“阅读周刊/周视点”刊载的一份关于浩然的资
料中（李芹整理），也沿用了“《艳阳天》的书名由郭沫若题写”
这一说法。凤凰网同日转载了此文。

我收藏有小说《艳阳天》的最早版本（第一卷的上册，作家
出版社1964年9月版）。这个版本的封面画作者署名溪水，书
名题字是谁，没有标明。但从字迹看，不像是出自郭沫若之
手，而像是浩然本人的手迹。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摄制的
彩色故事影片《艳阳天》，片名题字与1964年版《艳阳天》的书
名题字相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1972年、1973年、1974
年印行的《艳阳天》，都是选用的与1964年版一样的封面和书
名题字，只是封面画的底色有变化，有白色、淡黄色、绿色、蓝
色、大红色和橘红色等。197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艳
阳天》，换了新的封面，封面设计和插图均为著名画家方增先，
书名题字也与以往的版本不同，但没有注明是谁。从字迹看，
基本排除了是郭沫若所题，是不是出自方增先之手，有待考
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艳阳天》，沿用了 1976 年版的封面题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版的《艳阳天》，换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书名题字，而且
注明了“封面题字：浩然”。

我收藏有河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的八场话剧剧本《艳
阳天》，封面题字是谁也没有注明，而且不同于以往任何版本
的小说《艳阳天》的书名题字。从字体看，像是出自舒同之手，
不能确认。但可以排除是郭沫若所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 5月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艳阳
天》，封面上的“艳阳天”三字倒是很像郭沫若的字迹。究竟是
不是，尚需进一步考证，寻找确凿的证据（这个版本只注明封
面设计：文国璋，但没有标明书名题字是谁）。河北书法家胡湛
同志看了电影文学剧本《艳阳天》的封面书影后，对我说：“电
影剧本书名题字是典型郭沫若风格，可以肯定是郭老的字。”

长篇小说《艳阳天》的书目题字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为求
得真相，找到确切的依据，我请教了浩然先生的一些老友。正
在写这篇短文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插图作者、著名画家
李焙戈先生通过QQ号给我留言：1971年冬，浩然和诗人李学
鳌住在朝阳门内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作，一天晚上，我到人民文
学出版社去跟浩然谈插图问题，两人正在喝竹叶青，谈及《艳
阳天》封面字，浩然说是他自己写的。李焙戈先生还证实，长
篇小说《金光大道》的书名，也出自浩然之手。

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了：《几度风雨艳阳天——〈艳阳
天〉创作、影响史话》一文说“《艳阳天》的书名由郭沫若题写”，
这个表述是不准确的。因为结合上下文，这里说的《艳阳天》，
显然是指浩然的长篇小说原著，而非其他改编本。

““文革文革””中的浩然中的浩然
□□任相梅任相梅


